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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苑

1937年一二九师司令部（油画）

陈 晔

历史吊诡，人生奇妙。

马克斯·冯·劳厄与菲利普·勒纳德，德

国两位杰出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因

另外两位德国物理学大师赫尔曼·冯·亥姆

霍兹（能量守恒定律的创立者）和威廉·伦

琴（1901 年被授予首届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很早就有了某种交集。谁也没想到，若

干年后，身处特殊时期的他们会经历一番

剧烈的交锋，亮出各自人生的底色。

出身于军人家庭的劳厄在学生时代就

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位数学

教师将亥姆霍兹的一本通俗科学讲演集推

荐给他，更增进了他对当时科学主要进展

的了解。伦琴发现 X 射线不久，他就与两

位同学合作，做了相关实验去验证。出身

于葡萄酒制造商家庭、年长劳厄 17岁的勒

纳德则早已投师亥姆霍兹门下研习物理

学，而伦琴正是用他所设计的一种放电管，

于 1895 年做出了震惊世界的发现。因在

研究阴极射线方面所作的重要贡献，勒纳

德被授予 190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勒纳德获奖那年，劳厄返回母校柏林

大学，担任著名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

（1918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的助教，

而亥姆霍兹以前也做过普朗克的老师。

1912年，劳厄通过实验证实：X射线是一种

跟可见光一样的电磁波（而不是像阴极射

线那样由粒子组成），但其频率比可见光要

高。固体物理学中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发现开创了 X射线结构分析的新领域。劳

厄由此成为 X 射线晶体学的创始人，并获

得了 19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就在这一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4年后的1918年11月，德

国宣布投降，“一战”以同

盟国的失败而告终。受此

影响，一度成就斐然的德

国科学界出现了思想上的

分裂和混乱。曾经作出过

诸多重要科学发现的勒纳

德，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

反犹太人的种族主义立场

出发，多次在公开场合批

判犹太人科学家爱因斯坦（1922年诺贝尔物理

学奖获得者），并鼓吹所谓的“德意志物理学”，

同时竭力助推德国军事化。

1920 年，以勒纳德为首的一些德国种

族主义科学家在柏林组织了一次反爱因斯

坦相对论的公开集会，肆意攻击爱因斯坦

及其科学理论。劳厄闻讯，第二天便与瓦

尔特·能斯特（热力学第三定律的确立者、

1920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等著名科学家

联名在《柏林日报》上发表公开信，反击勒

纳德等人的疯狂行为。

1933 年 1 月，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希特

勒成为德国总理。爱因斯坦在美国做巡回

演讲时，公开谴责纳粹的倒行逆施及反犹

主义的暴行，在自己的祖国成了一个不受

欢迎的人，被迫从普鲁士科学院辞职。劳

厄就此提出了强烈抗议，并督促科学院后

来补做了一个声明，声

称爱因斯坦是像哥白尼

和牛顿那样影响了人类

思想进程的科学家，尽

管这已于事无补。

而勒纳德在加入纳

粹组织并成为希特勒的

科学顾问后，更加肆无

忌惮地宣扬希特勒的种

族政策，排斥和迫害犹

太科学家。作为回报，纳粹党将勒纳德视

为德国物理学界的领袖和纳粹在科学界的

代言人，并授予他德意志帝国的鹰盾勋章。

劳厄嗤之以鼻，继续在大学里讲授被

纳粹明令禁止的“犹太物理学”。当纳粹的

另一位科学界代言人约翰纳斯·斯塔克

（1919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威逼他

参加拥护纳粹的集会时，他断然予以拒

绝。在当年召开的全德物理学家年会上，

劳厄以德国物理学会会长的身份，在致开

幕词时别有意味地回顾了大约 300 年前，

伽利略因坚持哥白尼的日心说而遭到教会

监禁的历史事实，对饱受纳粹欺辱和迫害

的犹太科学家表示深切的同情。最后他以

这样的话语作结：“然而，在任何压迫面前，

科学的捍卫者都具有完全胜利的信念，这

信念就是（伽利略的）这一句话：‘无论如

何，它在运动！’。”

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厄从

未涉足任何有关军事的科学活动。1939

年，他在访问瑞士时更以谴责希特勒不准

许德国人接受诺贝尔奖的公开言论，严正

表明了他的反纳粹立场。他还以实际行动

拯救过一位遭受纳粹迫害的同行，被另一

位同行称为“具有威望和勇气、敢于对抗纳

粹的罕见的德国科学家”。1943 年，从未

向纳粹妥协过的劳厄被纳粹当局强令从柏

林大学提前退休。

劳厄以其对抗纳粹的硬骨头精神在国

际科学界受到了广泛的尊重。1946 年，英

国皇家学会主持召开国际结晶学会议，他

是应邀参加会议的唯一一位德国学者。次

年，法国授予劳厄荣誉军团勋章，以表彰他

捍卫人权的尊严和自由的功绩。

再说勒纳德，德国战败时他已年过八

旬，盟军没有对他进行诉讼，只是勒令他离

开海德堡，迁居到一个小村庄。两年后，他

在那里过世。

两 位 诺 奖 得 主 在 特 殊 时 期 的 交 锋
■科林碎语

文·尹传红

法 西 斯 主 义 最 原 始 口 号 是“strength

through unity”（团结就是力量），这也曾是

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口号。然而，在

19 世纪的欧洲，既有康德的三大批判为资

本主义奠定基础，稍后也有马克思的资本论

为共产主义奠定基础，使当时的中间阶级转

向寻找第三条道路：既反对自由放任的资本

主义，也反对主张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

主张建立超阶级的集权主义统治，实际上是

落后思想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对立

意识形态夹缝中的疯狂反扑。

文艺是政治的先声，音乐也不例外。看

看希特勒最推崇的音乐家瓦格纳（1813—

1883）的一生和音乐贡献吧。瓦格纳曾受巴

枯宁影响，参加过资产阶级革命。1849 年

在德累斯顿参加五月起义，失败后被通缉，

此后 12年在巴黎等地流亡。瓦格纳的青年

时期，其思想主要倾向于“德意志”，受费尔

巴哈和巴枯宁的影响，写过许多狂热激进的

文章。1848 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失败以

后，瓦格纳逐渐接受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论

调以及尼采的超人论等思想，以及后来戈比

诺的雅利安种族主义理论。瓦格纳生活的

时代，德国人普遍认为德语不够雅致，宫廷

内外盛行意大利与法国的歌剧，偏重音乐技

巧上的华丽而忽视戏剧的内容，故瓦格纳提

倡以音乐跟戏剧并重为目的来创作歌剧。

由极端集中的情节编制出的主导动机之网

覆盖全剧，使文字语言与音乐语言完美的结

合，这恰恰与法 西 斯 主 义 推 崇 的“ 个 人 服

从 集 体 ，集 体 服 从 领 袖 ”所暗合。瓦格纳

的歌剧改革主要开始于《特里斯坦和伊索尔

德》，这部歌剧标志着调性体系开始瓦解，西

方世界音乐语言中一种新方言的开始——

渗透着德意志民族特色和意识形态的艺

术。希特勒如此崇拜瓦格纳，让人专门在拜

鲁伊特为他演出瓦格纳的作品，恐怕不是对

音乐理论有多么深的见解，而是因为瓦格纳

音乐的强烈民族性和形而上学色彩。自从

浪漫主义音乐断送了欧洲古典音乐之后，西

方音乐进入了一个没有经典、只有变革的时

代，从古典时代追求音乐的共性转变为追求

个性。

再看看因《博伊伦之歌》而知名的另一

位德国音乐家卡尔·奥尔夫（1895—1982）。

《博伊伦之歌》本来是一部十三世纪的神秘

诗稿，它深藏在巴伐利亚修道院内多少世纪

不为人知，据称是目前所知保存最为完整的

也最具艺术价值的中世纪诗歌，1847年公之

于众后震惊世人，有人评价“仿佛它来自天

国，而非人间产品”，却是过誉之词，在我看

来，就是一个放荡修道士私下里写的情歌。

奥尔夫于 1935 年将之改编为适合剧院演出

的歌唱作品，其中开场序曲“O Fortuna”（啊，

命运）可能被纳粹德国借鉴以创作装甲师军

歌。奥尔夫是与纳粹同时代的人物，不知是

时代影响了他的音乐理念，还是反过来？当

然，希特勒也很喜欢奥尔夫的音乐。奥尔夫

呼唤回归被当时作曲家抛弃的德意志民族

风格，那种重复、重复、再重复的简单大小调

音乐和我听到的德国民歌特点完全一致。

要说瓦格纳的作品反映了集权思想，那么奥

尔夫的音乐反映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这些都

和法西斯主义有深层次的联系。

同样是民族性的音乐，肖斯塔科维奇

（1906—1975）的第 7 交响曲就站在了反法

西斯的前线。1941 年 7 月德军围攻列宁格

勒，肖斯塔科维奇作为“防空监视队”的一

员战斗在第一线。就是在这种十分艰苦的

条件下，肖斯塔科维奇完成了此曲，1942 年

3 月 5 日，在古比雪夫“文化宫殿”礼堂由莫

斯科国立剧场管弦乐团首演。当 1942 年 8

月，在列宁格勒的首次公演时，乐团只剩下

15 名演奏员，政府用尽一切办法帮助当地

那些还剩一口气的音乐家来到电台，但当得

知要演奏《列宁格勒交响曲》时，他们立即恢

复了生机。音乐的力量是巨大的，求生信念

的力量也是巨大的。肖斯塔科维奇于 1943

年创作的《第八交响曲》是一部悲剧交响乐，

作者说他“试图表现人民的体验，反映战争

的可怖”。这本是站在人类共性的立场上，

在欧美各国受到重视，但苏联音乐界对它相

当冷淡，多年后这部交响曲才被承认，可见

意识形态对艺术作品评价的影响之巨。

在中国，深重的苦难催生了《义勇军进

行曲》这首世界上最激动人心、催人奋发的

国歌，只有法国国歌《马赛曲》和意大利国歌

《马梅利之歌》可与之媲美，凑巧的是，中国

是亚洲文明的中心，法国和意大利是西欧文

明和南欧文明的中心。而像日本这样的岛

国，其文明的广度和积累不足以产生自洽的

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只配产生一些自恋的

文艺作品。当年，日本投降前夕，就有擅于

音乐的人从日本兵哼唱的歌曲预知了日本

的失败。日本的国歌《君之代》反映的是宫

廷雅乐的审美情趣，而这种雅乐直接来自于

中国古代音乐的影响，相反，日本军国主义

却做了与这种审美完全相反的事情，可见日

本人没有学到中华文化的精髓。

法西斯主义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社会发

展密不可分，法西斯主义思想体系及其政治

团体，是从中产阶级在独占资本的权力和工

会权力之间受到折磨后感到气恼和绝望时，

不顾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而开展的。要说法

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敌人，更是一切劳动

者的敌人。如今，全世界都在警惕法西斯主

义的回潮。也许我们可以从各国各地包括

音乐在内的艺术作品，提前嗅到一丝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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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胡适一度主张和日本

交涉，想通过和平手段和日本谋求十年的

和平。但很快，他发现日本人毫无诚意，

遂放弃了天真的和平念头。

胡适态度的变化最早见于他 1935年 6

月 27日写给王世杰的信。

在信中，胡适认为，中国必须以付出

“绝大牺牲”的决心和日本作三年或四年

的混战、苦战：“只有这样可以促进太平洋

国际战争的实现，也许等不到三四年，但

我们必须要准备三四年的苦战。我们必

须咬定牙根，认定在这三四年之中我们不

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能期望在我

们打得稀烂而敌人也打得疲于奔命的时

候才可以有国际的参加与援助。这是破

釜沉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可以

促进那不易发动的世界二次大战。”

这番话表明，胡适“苦撑待变”的抗日

设想已经形成。胡适是个冷静而理性的

人，他不会出于义愤主张和敌人盲目拼命

或同归于尽。以中国当时的实力不足以

战胜日本，但中国并非没有胜机，倘若英、

美等国能参战，中国或能赢得胜利。那么

“苦撑”为“变”赢得了时间；而“变”又赋予

了“苦撑”的意义。

1937 年 9 月，胡适以特使身份来到美

国后，到处发表演讲，让美国人了解日本

在中国的滔天罪行。当然，胡适的最终愿

望是想通过自己的种种努力，不露痕迹地

把美国引入远东的战局。

胡适赴美的第一次演讲就巧妙地表

露了这层意思。

演讲的开始，胡适表明，一切中国思想

清楚的人，并不期望美国卷入战争，但接着

他话锋一转，指出，仅靠爱和平，保持中立，

并不能让国家置身战争之外。他举了第一

次世界大战的例子，当时美国一心中立，但

最终还是被迫卷入战争。胡适强调，在拥

有无线电和越洋机船的现代世界不会有孤

立的国家，所以，只要战争持续下去，任何

国家，包括美国都有可能卷入战争。

余英时认为，胡适这篇演讲，“定下了

他此后数以百计的讲词的基调”。他说：

“这才是他作为驻美大使的主要特色，他

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大贡献也在此”。

然而，精于算计的美国政府可不想轻

易卷入战争。

罗斯福一度有意让中国和日本讲和。

当胡适约见他商谈第二次借款时，罗斯福

竟然向胡适表明，他可以充当中日的调停

人，建议可采用中日共管的方式来处理棘

手的“满洲国”问题。罗斯福立场突然动

摇，胡适非常着急，但仓促间又不知如何说

服总统，于是选择了“回避”。接下来的四

十天，他故意躲着总统，不给总统谈“议和”

的机会，不过，胡适暗中请朋友霍恩贝克密

切留意白宫动态，并适时打消总统“议和”

的念头。四十天后，胡适意识到躲也不是

办法，于是费劲心思起草了一份给总统的

“说帖”，用最婉转的语气说明“和议”的种

种困难。在1939年10月15日的日记里，胡

适记下了起草“说帖”的良苦用心：

“我知道总统九月八日所说的话是在

那全世界最动摇的时期，他老人家也不免

手忙脚乱，所以我只用‘挡’的方法，四十

天不去见总统；一面托霍恩贝克特别留意

白宫的主张。

这个密帖是用最婉转的语气，说明

‘和议’的种种困难。其下篇第（6）理由，

即是解说总统所提东三省‘共用共管’的

办法之不能实行。因为不便明驳总统，故

只列为和议八大难之一。”

在罗斯福立场动摇时，重庆部分高官

也曾滋生了和谈的念头，倘若胡适将罗斯

福“居中调停”的想法传至国内，这些高官

显然会借此大做文章。正是胡适当机立

断的“自作主张”将双方“议和”念头扼杀

于萌芽状态，也就阻止了他们之间可能产

生的“一拍即合”。

按美国的《中立法》，美国对交战国双

方都要实行“武器禁运”。经胡适努力，美

国 认 定 ，日 本 对 中 国 的 战 争 是“ 不 宣 而

战”，所以美国可以援助中国，但日本也可

以“现购自运”的方式向美国购买武器。

胡适再度与美国政府多部门频繁接触，最

终让美国接受了这样一个提案：美国总统

对违反《九国公约》的国家实施“全面禁

运”，日本遂无法从美国购买武器了。

1939 年，当胡适获悉白宫已把废铁、

废金属，汽油、汽油产品列入禁运物品之

列后，在日记里说“大高兴”。事实上，当

时日本汽油和钢铁的储备极为有限，此举

对日本海军是致命打击。

日本不甘心在外交上失败，开始紧锣密

鼓和美国谈判。在其蛊惑下，美国国务卿赫

尔提出一个美日过渡办法：美国放宽对日本

限制，而日本自越南撤兵，解除日本对泰国、

缅甸以及中国云南的威胁。赫尔召集了中、

英、澳、荷四国大使，让他们接受这一过渡办

法。胡适当即抗议：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制裁

刚开始四个月，毫无成效，哪能就此终止；其

次，日本自越南撤军，还留下2万5千多士兵，

中国至多同意日本只能留5千士兵；更重要

的是，日本只答应不攻击云南，但可集中兵

力攻击中国其他地方。所以，这个过渡办

法，实质上就是牺牲中国。

胡适还致电中国政府，要求高层以官

方名义向美国抗议，并把“过渡办法”通报

给英国。英国首相丘吉尔随后致电美国，

认为“过渡方案”会导致中国崩溃。

在胡适的努力下，赫尔于 11月 26日决

定放弃过渡办法。美日谈判陷入僵局。

当罗斯福决定不和日本妥协后，他向胡适

表达了自己的预感：美日 48小时内可能爆

发战争。一天后，罗斯福致电胡适，日本

发动珍珠港事变，美国正式向日本宣战。

早在 1935 年，胡适给王世杰写信的那

一刻就在等待的“国际的参加与援助”，终

于发生了。

1940 年 10 月 12 日，胡适致电政府，阐

述“苦撑待变”的含义：

“适三年来论及和战大计，总不外‘苦

撑待变’四字，所谓变者，包括国际形势一

切动态，而私心所期望，尤在于太平洋海

战与日本海军之毁灭。此意似近于梦想，

然史实所昭示，和比战难百倍，太平洋和

平会议未必比太平洋海战更易实现也。”

日本偷袭珍珠港，让胡适“近于梦想”

的“私心所期望”得以实现。不过，其最终

实现，不是守株待兔那样“待”来的，而是

胡适通过演讲、抗议等种种手段苦苦“求”

来的。

胡 适 的“ 苦 撑 待 变 ”
文·魏邦良

红 军 长 征 已 成 近 代 中 国 一 曲 雄 壮 史

诗。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

有一支不一样的队伍也进行了一次艰苦卓

绝的长征。与红军不同的是，这支队伍由

“秀才”组成，他们的总司令是浙江大学校

长竺可桢先生。这场后来被誉为“文军长

征”的壮举历时四载，行程 2600 余公里。如

果说，红军长征的意义在于为中国革命乃

至现代国家建设保存了火种，那么，“文军

长征”则在亡国灭种的危险来临之际，保存

了读书种子，积蓄了救亡图存的文化力量，

使民族精神延续不绝。七十余年后的今

天，翻看竺可桢在“长征路”上对学生所作

之演讲，依然能感受到坚韧不屈、绵远不绝

的伟大力量。

江西泰和城西有座萧氏宗祠，1938 年 6

月 26日上午 8点半，避难西迁的浙江大学师

生聚集于此，举行第十一届毕业典礼。竺校

长发表致辞，要点有三：一是大学生进入社

会后，在此国难时期应人人负起责任，使中

华民族成为不可灭亡的民族。二是目前学

校缺点在于只传授知识，而不注意智慧，不

能使人深思，以后毕业生应能慎思明辨，俾

能“日日新，又日新”，以发扬而光大之。三

是在社会服务，不求地位之高、薪水之优，而

在于努力去干，只要所干之事是吾人份内应

做之事。竺校长要求他的学生，“离校以后，

每个人应该以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不能灭

亡与不可灭亡之民族为职志。把这自强不

息、奋发有为的精神，传播于各村乡、各城

市、各机关去”。

一年后，1939 年 7 月 16 日上午 9 点，浙

大举行第十二届毕业典礼。竺可桢再次发

表演讲，重点依然是做人：“大学毕业生如

欲为国家造福，则单求一点智识与技能，尚

非最重要的目标；大学毕业生的人生观必

须确定，方能使社会事业有格外的成功。”

他认为，成功并非指名利双收，相反，读书

做事如为名为利则均有弊端，只知为社会

服务、不顾名利反可获得成功。他引王阳

明的话送给即将离开校园的同学们：“君子

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

者，亦求其是而已矣，岂以一时之毁誉而动

其心哉。”所谓“求其是”，正是一种坚定不

移地追求世间真理、恪守基本价值的节操，

竺可桢指出，此乃浙大校训“求是精神”精

义之所在。

这 并 非 竺 可 桢 第 一 次 引 用 王 阳 明 的

话。1938年 11月 1日的开学典礼上，竺可桢

作《王阳明与大学生的典范》的演讲，阐发了

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与“良知”说。演讲

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左右，但从竺校长的日

记中可以发现，这篇开学演讲做过精心准

备，连续几天，他研读王阳明的《南赣乡约》

《传习录》《答顾东樵书》等著作，记在日记本

上的“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等札记，恰

是竺校长演讲之主旨。

再往深远一些看，在这场“文军长征”

中，除了具体实施的总司令竺可桢，还有一

个精神上的“总司令”，就是竺校长在演讲中

反复提到的王阳明。简单勾勒“文军长征”

路线图，便能看得更加清楚。1937 年 10 月

24 日，竺可桢主持校务会议，决定把二三四

年级全部迁移到浙江建德去。11 月 11 日，

浙大师生分三批出发，15 日全部抵达建德。

12 月 24 日，杭州陷落，浙大师生被迫迁到江

西吉安、泰和。由于战事的蔓延，半年之后，

泰和也放不下学子的课桌了。竺可桢决定

再次西迁，目的地是广西宜山。1940 年 2

月，浙大师生又进行了第四次迁徙，终于在

遵义、湄潭安定下来，坚持到抗战胜利。这

支中国读书人组成的队伍从浙江出发，经赣

南到桂北再到贵州，一路上避开大城市，专

拣偏僻县城落脚，所在多有王阳明生活之遗

迹。竺可桢亲自选定了这条路线以及每一

个落脚点，而且曾明白告诉大家，这是一场

追踪王阳明先生的“精神之旅”。抵达广西

时，他对大家说，这次进入广西，“正是蹑着

先生的遗踪而来”，“这并不是偶然的事，我

们不应随便放过”，应该学习王明阳在艰危

中立身报国的伟大精神。到贵州时，他又

说：“昔王阳明先生至龙场一年，其影响所

及，风化文物，莫不因而改善进步……浙大

来此，尚有多年之逗留，吾人自当法步先贤，

于所在地之种种设施，革革兴兴，尽心竭力

以赴。”

我以为，王阳明对竺可桢的启迪至少有

两个方面：在艰难困苦中，保持精神不堕、人

格不堕，以强大的内心、充沛的自信，坚忍前

行，把自己、别人和国家带出困境；身体力

行，从点滴做起，以文心激励人心，刷新周遭

环境，带动社会往文明的方向进步。前者是

强烈的历史担当，后者是自觉的文化使命。

这两点，正是抗战中的中国所亟需于读书人

的，也是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型所要求于知识

分子的。这似乎也是抗战时中国知识分子

的共识。前面提到的 1938年的毕业典礼上，

国学大师马一浮应竺可桢之邀为毕业生赠

言。他说：“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

化根本则在思想。”浙大毕业生不应做“崇拜

势力，势力高于一切”的乡愿，而应抱定一种

“理想主义”，做到“刚明气分，不堕柔暗”，

“宁可被人目为理想主义，不可一味承认现

实，为势力所屈，尤其是在现时，吾国家民族

方在被侵略中，彼侵略国者正是一种现实势

力。”王阳明的卓绝之处在于以一己之人生

融合了学问与事功，这在历代大儒中并不多

见。而在浙大的西迁路上，王阳明的精神获

得了现代的承载形式，在竺可桢带领下，浙

大师生除了保持旺盛的精神力量，还秉承

“大学教育与内地开发相结合”的原则，在赣

江边造长堤防水患，组织当地的农民垦荒，

开办识字班、学校，把文化的种子撒播到祖

国的大西南。

日寇侵华的重大图谋之一是摧毁中国

的文化。据统计，从抗战爆发到 1938 年 8月

底，我国的 108 所高校，有 91 所遭到破坏，10

所遭完全毁坏，25所因战争而陷入停顿。为

了保存文化血脉，许多高校长途迁徙，这是

一段悲壮但又暖人的历史，浙大的“文军长

征”只是其中之一。毛泽东总结长征时说了

一段很经典的话，“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

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

敌人失败而告终”。如果我们套用一下的

话，抗战中的竺可桢率领的“文军长征”，同

样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是以我民

族精神和文化的胜利而告终的。今天，我们

纪念抗战胜利，切不可忘了这一页。

“ 文 军 长 征 ”总 司 令 ：抗 战 中 的 竺 可 桢
文·胡一峰

劳厄 勒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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